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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经济思想史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

了历史纵深、方法自觉和文明根脉支撑。本文立足整体学科视角，以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

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为内在关联领域，围绕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简史、中国特色经济思想史探索历程和中

国经济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思路展开探讨，并结合东北财经大学实践进行案例分析。研究表明：经济思想史

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源头领域，具备源头性、反思性和桥梁性功能，是经济学内生的基础学科；党

的十八大前，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并行发展的格局已形成，但

系统协同仍有待加强；进入新时代，应坚持“两个结合”，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

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由并行发展转向系统协同，构建以术语辨析和“术语革命”为基础、以标识性概念和原创

性理论凝练为关键、以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指向的“术语—理论—体系”连续转化机制。从东北财经大学的学术

积累看，经济思想史能够通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掘、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引领、国外理论比较甄别，并依托课程

教材建设、研究平台搭建和学术共同体建设，支撑中国经济学形成主体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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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1］。2025年，《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

学自主知识体系［2］。对于经济学而言，自主知识体系意味着立足中国历史、中国实践和中华文

明的连续性，形成能够解释中国问题、概括中国道路并与世界展开平等对话的概念体系、理论体

系和话语体系［3-4］。在这一背景下，经济思想史在学术领域的功能和地位有必要被重新界定。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特别是在现代经济学日益模型化之后，经济思想史常被视为具有回顾性、

补充性功能的学科领域，主要承担梳理学说流变、保存学科记忆和补充理论背景等任务，因而似

乎位于经济学知识生产的“后台”［5-7］。但是，若把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理解为概念生成、问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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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方法反思和体系化建设相互贯通的持续过程，经济思想史将显示出重要的源头意义［7-8］。一

门学科要具有真正的知识主体性，首先需要回答自身从何而来、以何为据、凭何成立。对于中国

经济学而言，这一点尤具特殊意义。本文所指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经济学自

主知识体系在思想史维度上的基础性展开。它以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

经济学说史为内在关联领域，围绕概念源流、问题前史、理论反思和中外融通，形成具有历史纵

深、方法自觉和比较视野的知识组织方式与研究范式。中国经济学若要摆脱对现成理论范式的被

动依附，需要在既有模型和案例分析之外进一步追问［3-4］：中国现实中的重大经济问题如何在历

史过程中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如何经过创造性转化进入现代概念建构，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

如何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和升华中为我所用［9-10］。这些问题，仅靠当代经验归纳难以回

答，仍需借助经济思想史重建历史纵深、恢复问题意识并保持方法自觉［7-9］。因此，本文对“经

济思想史”进行广义理解：立足中国学科建制，将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

国经济学说史作为具有内在关联的知识领域加以把握。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

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者研究对象不同、理论来源有别，但在中国学术语境中被共同组织到同一个

核心问题之下，即中国经济学如何在现代世界知识体系中理解自身、借鉴他者并形成主体性表

达。由此出发，经济思想史既聚焦过去的学说流变，也参与面向未来的知识生产。

现有研究已经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基础［3-4，9-10］。不过，仍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考察。

其一，关于经济思想史的讨论。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子学科、具体人物或专题层面，对中国经

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如何在中国学术语境中形成共同

问题意识和整体学科结构的系统讨论仍显不足。其二，关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讨，现有研究已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判断，但较少把全球学科史、中国探

索史、新时代构建与高校案例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因而难以完整说明中国经济思想史如何依托长

期历史积累，发挥参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功能。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拟从整体学科视角重新界定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地位，并把全球学科

史、中国探索史、新时代建构和高校案例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考察经济思想史如何通过中国经济

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协同，构建“术语—理论—体系”

连续转化机制，并参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因此，本文的主命题是：经济思想史之所

以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源头领域，主要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协同发挥源头性、反思性和桥梁性作用。进入新时代，关

键任务是坚持“两个结合”，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

大子学科由并行发展转向系统协同，构建以术语资源发掘、术语辨析和“术语革命”为基础，以

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凝练为关键，以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指向的“术语—理论—体系”连续

转化机制。具体而言，经济思想史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帮助中国经济学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资源中的经济思想、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中的有益成果，以及中国实践提出的现实问题，转

化为现代概念、理论问题和能够进入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形态。鉴于此，其

一，本文概述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简史，阐释其源头性、反思性、桥梁性功能。其二，本文梳理

中国特色经济思想史的探索历程。其三，本文提出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思

路。其四，本文以东北财经大学为例，分析高校在探索中国特色经济思想史和构建中国经济思想

史自主知识体系中的贡献。

二、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简史

要说明经济思想史何以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源头领域，还需把这一判断放到

2



赵雷 . 中国经济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思路——兼论中国特色经济思想史探索历程与东财贡献

经济学发展的整体历史中考察。从全球学科史看，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知识结构中的位置及其变

动，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结构性现象，而非缘于某个国家或某个时期的偶然安排［6］。
大体来说，这一领域经历了形成、边缘化、重新受到关注等阶段，其基础性功能也在这一曲折历

程中不断显现［7］。
经济思想史最初内生于政治经济学的发生过程，并非外加于经济学之上的历史说明［8］。现

代经济学的思想源流及其早期政治经济学传统，形成于道德哲学、自然法、法学、政策论说、自

然神学和历史叙述等多重知识传统的交汇之中；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财

富、秩序、劳动、分配和市场的讨论，也大都在与既有思想传统的持续对话中展开［11］。因此，

经济思想史在其早期发展中即承担起追溯概念源流、重建问题前史和说明理论得以成立的历史条

件等任务［12］。19世纪后期以来，伴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和学科分工的细化，经济思想史逐

步发展为相对独立的研究与教学领域，并通过编史传统、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帮助经济学形成相

对稳定的内部记忆、理论谱系和学科共同体［13］。现代大学制度和学科分工的形成，也使经济学

必须通过经典文本、代表人物和关键争论来组织自身谱系［14］。经济思想史的制度化，使经济学

得以形成学科记忆、自我叙述能力和学科边界意识，超出了单纯增加边缘性知识的意义。对不同

学派的分类、对重要思想家的排序、对关键争论的重述，看似是知识整理，其实也是经济学自我

界定的一种方式。它的作用在于通过回顾和重述学术遗产，使经济学在持续分化的过程中维持某

种自我连续性、边界意识和判断能力［15］。尤其在近年来的全球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经济思想史

越来越显示出文明比较的功能，成为考察不同文明和社会中的思想传统如何理解财富、市场、劳

动与国家关系的重要窗口［16］。因此，经济思想史贯穿于学科自我形成、自我说明和自我组织过

程，是理解经济学知识结构的一种“内生之学”，而非经济学成熟之后才出现的“后见之学”。

然而，进入 20世纪中期，伴随主流经济学日益走向数学化、模型化和形式化，经济思想史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学科边缘［17］。这种边缘化既表现为课程设置和资源配置的变化，也反映

出现代经济学知识理想的转向：经济学越来越强调形式化推演和技术化表达，对其历史、制度、

价值语境的关注相应减弱［18］。一方面，评价标准越来越偏向模型的形式化处理能力，理论的历

史来源、概念的生成过程和学派之间的长期争论逐渐被视为不够“前沿”，甚至不够“科学”［19］。
另一方面，经济学在追求普遍化表达的过程中，制度差异、价值前提和历史条件的敏感性不断弱

化，使许多原本带有特定语境的理论命题被表述为一般性规律。在这样的知识氛围中，经济思想

史常显得“不合时宜”，原因正在于它不断提醒人们：任何理论都有生成背景，任何模型都有适

用边界，所谓“主流”也只是特定历史时期占优势的理论范式。换言之，它一度被边缘化，很大

程度上源于其始终保存着对学科前提、理论边界和方法选择的反思能力［5］。而当经济学过度依

赖抽象模型和技术理性取向时，这种反思能力反而显得更加不可被替代。因此，20世纪经济思

想史的边缘化，不宜简单理解为其学术重要性的自然衰落，更应放在现代经济学特定阶段形成的

主导方法偏向中加以理解［17-19］。实际上，越是在技术主义高涨之时，经济思想史越能提醒人们：

经济学并不只是计算与预测的量化分析手段，也是一门嵌入历史过程、制度结构、价值前提之中

的社会科学［20］。
21世纪以来，经济思想史在若干研究与教学中再次彰显其基础性意义［21］。学者重新回到古

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各类非主流传统之中，并审视被遮蔽的概念、被边缘化

的学派和被简化的争论。这表明，经济学发展并不是一条单向前进的知识道路，而是由多种问题

意识、价值判断和分析路径共同构成的复杂进路。经济思想史的作用在于，通过呈现若干“备选

理论”，恢复经济学内部原本存在的多元性，使理论重新回到更开放的争论状态。这已超出西方

经济学的范式校正。随着全球南方研究、文明比较研究的发展，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正由“西

方经济学内部史”拓展到“全球经济思想史”［16］。不同文明关于财富、交换、国家治理、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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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理解，被重新放入同一学术框架中加以比较。与此同时，数字人文取向下的“文本即数

据”的演化趋势和文本挖掘方法的发展，增强了学者把握概念长期演化和思想传播路径的能力。

因此，经济思想史重新受到重视，这既包括对若干旧典的再阐释，也体现为其在新的全球知识结

构中解释现实和比较文明的能力。因此，21世纪以来经济思想史重新受到重视，并不意味着它

已经全面回到经济学知识生产的中心位置。这一变化表明，当现实危机更复杂、范式分歧更明

显、文明比较更不可回避时，经济学在若干研究与教学场域中重新需要历史纵深、理论多样和方

法自觉［21］。
综上所述，经济思想史至少具有三大核心功能：一是追溯概念源流、重建问题前史的源头

性；二是揭示理论生成条件与适用边界的反思性；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外

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之间进行比较、甄别、融通与转化的桥梁性。因此，把经济思想史重新定位为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源头领域，是符合现代经济学发展逻辑的学理判断。

三、中国特色经济思想史的探索历程

学科发展简史表明，经济思想史作为具有源头性、反思性和桥梁性功能的基础学科，始终参

与现代经济学的自我形成与自我说明。中国经验进一步表明，这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自身的

问题意识和知识生成逻辑，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对西方学科分类的移植。晚清以来，经济思想史在

外来理论输入、本土思想阐释、马克思主义方法引入与现实问题回应的互动中逐步展开，先后经

历了西学东渐中的学科萌芽与主体意识觉醒、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确立与学科结构重塑、恢复重

建与体系化格局逐步形成，为新时代进一步推进体系化建构做了学科准备。

（一）晚清至1949年：西学东渐中的学科萌芽与主体意识觉醒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中国的出现，首先与近代中国知识体系重组密切相关［22］。
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经济思想资源，从《管子》《盐铁论》到《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

志》，再到历代经世文编、赋税论说和改革实践，都蕴含着关于财富、交换、赋役、民生、国家

治理和社会秩序的大量论述。只是这些内容长期散见于经史子集、政论奏议和制度实践中，尚未

在现代学科框架下被普遍、系统地整理、比较和理论化阐释［22-23］。19世纪末以后，随着西方经

济学的持续译介和近代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学者开始意识到，“经济学说”及其历史演进本身

也可以成为独立研究对象［22-24］。
这一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在接受外来理论的同时，开始较为自觉地以现代学科形式

重述自身经济思想传统［22］。梁启超曾提出撰写“中国生计学史”的设想，陈焕章以英文系统阐

释儒家经济思想；甘乃光、李权时、唐庆增等人也先后对先秦以来中国经济思想进行分期梳理和

体系整理［22，24］。这表明，中国学者已超越单纯以西方经济学为参照的研究方式，并开始面对一

个更深层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学术版图形成的条件下，中国自身是否拥有可以进入现代学术表

达的经济思想传统，又应如何用现代学科语言重新表述这种传统［22-24］。
因此，晚清至 1949年这一阶段主要完成了两项基础性工作。一是现代学科的萌芽，中国学

者开始意识到，古代关于食货、赋役、农商、公私、义利等问题的讨论，可以作为一种思想传统

被系统整理［23］。二是本土主体意识的觉醒，在引入西方经济学的同时，中国学者开始主动追问

自身知识来源，尝试把“介绍外来理论”“重述本土传统”放在同一学术框架中加以理解。

同时，这一时期的探索总体仍处于启蒙、译介和初步整理阶段［23］。学者虽然已经开始用现

代学科方式重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但对相关概念的历史演变、问题结构及其制度语境的把握总

体上仍较为初步，制度化发展较多依赖少数学者的个人推进。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对中国传统

经济思想的探索，往往仍带有明显的“格义”和中西比较色彩，即较多借助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拟

配、重述西方经济学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虽已重新进入学术视野，却尚未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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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表达、理论问题和学理化阐释［22］。这一阶段提出了一个后来长

期延续的根本问题：如何在现代学科体制中，既理解他者，又重述自身。

（二） 1949—1978年：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确立与学科结构重塑

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进入一个具有重要转向意义的发展阶段［25］。与民国时期

主要借助一般进化论、历史学派或西方经济学框架来整理经济理论相比，这一时期更突出的变化

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成为研究的主导性方法论［26］ 334-342。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利益、社会形态、国家制度等进入经济思想史研究，明显改变

了学者观察中国历史经济思想的角度［27］。同时，相关研究逐步进入社会主义教育与学术体

系［25］。这种转变最先体现在中国经济思想史方向上。巫宝三、胡寄窗、赵靖等学者在复杂条件

下推进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史料整理、资料选编和通史写作，使相关研究由侧重人物评论和专题考

辨，逐步走向更具整体性的系统编纂和学科叙述［27-29］。这些工作重新界定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

也尝试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租赋役、农业基础、商品货币、财政制度、

国家管理、社会结构等问题。同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心的教学和研究逐步开展，外

国经济学说的介绍、批判也在课程与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这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思想史

研究已超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资料整理的单一范围，开始呈现中国传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外国经济学说研究彼此关联的知识格局。这一阶段的研究较为系统地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确立了明确的方法论基础，并使其进入国家教育与研究体制，成为社会主义知识生产的一部分。

从学科演进看，这为改革开放后相关研究方向的恢复、分化、进一步整合提供了必要前提［25］。
但是，这一阶段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受学习苏联经验和特定政治环境影响，某些时期的研究较多

强调理论评价和规范判断，较少展开细致的文本、概念与历史语境分析，政治化、教条化倾向时

有显现［30］。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引进和传播使经济思想史学科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但如何将其与中国历史材料、传统概念和现实问题更细致地结合起来，仍是学科发展需要继续面

对的重要问题，这也构成了改革开放以后学科恢复重建的重要背景之一［25，30］。
（三） 1978年至党的十八大前：恢复重建与体系化格局逐步形成

1978年以后，随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经济思想史学

科进入恢复重建并逐步走向繁荣的发展阶段［25］。这一时期，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既表现为研究成

果数量增加，也体现为学术共同体、课程体系、教材建设和研究平台的系统恢复，使其由“恢复

旧业”走向“重建体系”。从学科史回顾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大体经历了由反

思走向繁荣、再到不断拓展的过程；从经济理论发展背景看，1979—1991年又可视为改革开放

后中国经济理论的“学术繁荣阶段”［25，31］。
首先，成立多个学科组织和学术共同体。1979年 9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在北京成

立［32］；1980年 6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在上海成立［33］；1987年 8月，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

济学说史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召开［34］。同时，研究生教育、学位点建设和相关课

程设置也逐渐恢复并拓展，这标志着经济思想史及其相关研究方向重新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制度承

载［25］。在这些组织、平台和课程体系的支撑下，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思想史研究逐渐摆脱零散个

体努力的状态，开始具备持续积累、代际传承和全国性学术交流的基本条件。

其次，相关研究的对象和侧重点也在这一时期逐步分化并趋于清晰。中国经济思想史在通史

编纂、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中不断深化，开始更自觉地发掘中国本土问题和概念资源；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说史及相关研究在摆脱简单教材化、宣传化倾向后，逐步恢复其理论史研究性质，并继

续为整个领域提供方法论和理论指导；外国经济学说史则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迎来繁荣期，承担起

译介、比较、筛选和重估西方经济学传统的重要任务［35］。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化始终受到新

的现实问题牵引：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既要求中国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学，也要求重新理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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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历史经验，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二者放进较为统一的学术框架中加以判断［31］。计划与

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改革等重大议题，也使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在中国历

史、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国外理论之间展开比较、筛选与融通［26］ 536-547。从这个角度看，该时期

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逐步成型，既依托学术组

织的恢复运转，也受到经济理论所面对现实问题变化的持续引领［31］。这一阶段推动经济思想史

学科完成了从“单向恢复”到“整体格局逐步成型”的转变。学科建制恢复并趋于稳定，相关研

究方向的基本格局逐步形成，研究由较多侧重政治评价逐渐转向更重视历史、文本和理论的综合

分析，中国学术界在引入外来理论的同时，也开始更自觉地思考传统经济思想的发掘和中国经济

学主体性问题［25，36］。进一步地，这种整体结构可以理解为围绕同一核心问题逐步形成的功能性

分工，而非行政划分的偶然产物或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

大子学科知识的机械拼接。其中，中国经济思想史回答“我们从哪里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史回答“以什么方法和立场理解世界”，外国经济学说史回答“如何理解他者并与之比较”。因

此，党的十八大以前这段历史的意义集中体现为：经济思想史不仅作为学科已经存在，而且整体

格局已基本形成［25，31］。
但必须看到，这一时期的学术繁荣更多的是历史积累和结构拓展，与成熟理论体系的形成仍

有一定距离。其局限性同样明显：相关研究方向分工渐明，协同机制仍较为有限；学术界更加重

视中国经验，但传统范畴向现代学理的转化机制尚未明确；学科与当代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联系

有所增强，但总体上仍以解释性工作为主，较少从历史、现实和比较中主动生成新的中国式表

达。这表明，党的十八大以前经济思想史学科完成的工作，主要是条件准备和结构搭建，系统的

概念提炼、理论生成和话语表达仍有待在新时代推进。这也构成了下文讨论新时代如何促进中国

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协同，并构建“术语—理论—

体系”连续转化机制的逻辑前提。

四、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思路

（一）从历史积累走向体系自觉：新时代学科转型的历史逻辑

在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将经济思想史纳入自主知识体系建

设，是在既有学科史研究积累基础上的深化和提升［1-2］。所谓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

意指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推进思想史维度的体系化展开，以使经济思想史更深地嵌

入中国经济学。作为这一转向的历史基础，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八大前，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在学术史梳理、文本整理、通史编纂、课程恢复

和学科建制等方面已形成较为丰厚的积累，为进入新时代后的体系化构建提供了学科前

提［25，35-36］。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重点仍在于学科恢复、资料整理，相关研究

尚未充分转化为系统的概念提炼、理论生成与体系化表达。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经济思想史也需要由探索积累转向体系化构建。

本文所谓的体系化构建，强调经济思想史更深层地嵌入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生产过程，而非

仅仅增加一种新提法。自主知识体系不应是零散观点的简单拼接，而应体现为标识性概念提炼、

原创性理论形成、方法反思与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学术共同体建设之间的有机衔接。对于经济

思想史而言，这意味着学术研究需要在人物、文本和流派介绍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几个更具建

设性的问题：哪些中国历史经验能够转化为现代经济学问题，哪些传统范畴能够提炼为当代概

念，哪些外来理论可以借鉴并须经甄别重构，已有成果又如何通过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和学术共

同体建设实现持续积累和有效传承［37-39］。沿着这一方向推进，经济思想史可以更充分地把思想

遗产转化为理论表达，把学科积累转化为稳定的学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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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两个结合”，重塑学科定位并推动三大子学科协同

进入新时代，经济思想史学科首先需要完成学科定位的重新界定。其根本遵循，是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以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把

握研究方向，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出的新问题锚定研究对象，以人民立场为价值坐标，并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意味着，经济思

想史需要从一般性的学说回顾，进一步转向面向中国问题的知识建构。具体到学科研究层面，这

一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问题场域，以人民立场为价值坐标，以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历史经验、现实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相贯通为知识组织方

向。进一步地，这种转向重塑的是知识组织方式，而不仅是研究对象的拓展。中国经济思想史、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系统协同，围

绕同一问题意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成果进行比

较、甄别、融通和转化。

据此，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定位可从三个层面来把握。其一，它是源头性学科，能够为当代中

国经济学提供概念前史、问题前史和理论前史，使学科在面对现实问题时不会悬浮于去历史化的

术语体系之中［38］。其二，它是反思性学科，通过揭示理论生成的历史条件、制度背景和文明前

提，校正技术主义和形式主义偏向，增强中国经济学对理论边界、适用条件和价值前提的自觉。

其三，它是桥梁性学科，连接古今中外，在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

之间发挥比较、甄别、融通与转化的桥梁作用，使中国经济学在开放比较中形成主体性判断。要

把上述学科定位落到实处，关键在于坚持“两个结合”，并落实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对象选择、

问题设置和概念阐释中。就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言，经济思想史研究

需要把思想史对象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重新贯通，为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和安全、绿色转型、数字经济治理等重大议题的研究

提供必要的历史纵深和学理支撑。就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言，经

济思想史研究尤其要体现学科优势和主体性，其中的关键是通过问题转换、范畴辨析和理论重

构，使传统经济思想由历史材料和思想传统进入现代学术表达，而不是把传统概念原封不动地搬

用到今天［37，39］。
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需要由

并行发展走向系统协同。中国经济思想史重在发掘本土逻辑和重释文明根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说史重在提供方法论基础和理论指导，外国经济学说史重在比较、甄别与融通。三者研究对象虽

有差异，却共同服务于同一个核心问题，即中国经济学如何在理解自身、借鉴他者和确立主体性

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因此，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

史三大子学科的协同，实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为根脉、以外国经

济学说为比较镜鉴的知识组织过程，其最终指向是在比较、融通与重构中形成中国理论表达。

（三）构建“术语—理论—体系”连续转化机制：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的生成逻辑

如果说坚持“两个结合”规定了新时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向，那么，在学理层面，经

济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形成“术语—理论—体系”连续转化机制［1，40-41］。“术语”主

要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融通中，经由中国经济思想史、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协同研究而被发掘、辨析，并具有概念化潜

能的学术术语和思想范畴。它们经过问题化、概念化和学理化处理，才可能凝练为具有主体性和

辨识度的标识性概念。“理论”是“术语”经过问题化、概念化和学理化处理后形成的解释框

架，既包括原创性理论的生成，也包括对传统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外国经济学说的

比较、甄别与创造性转化。“体系”则指概念、理论和方法进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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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学术共同体等载体之后形成的系统化组织［1，40］。因此，“术语—理论—

体系”可理解为经济思想史服务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连续转化机制，并不替代“标识

性概念—原创性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表述。其核心在于通过术语辨析、概念提炼和理论生

成，推动思想史资源进入系统化知识形态。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术语向现代学理转化需要经过筛选与重构。某一术语是否具有转化价

值，取决于三个条件。其一，该术语具有相对稳定的问题指向，而不是偶发性的修辞表达。其

二，该术语内部嵌入较为明确的经济关系，能够组织关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治理等方面的分

析。其三，该术语具有跨时段的解释潜能，经过概念重构后仍可进入当代现实讨论［41］。具备这

些条件的历史术语，才能从古籍中的名词进一步转化为现代经济学的概念资源。历史术语的现代

转化，关键不是把古代词汇直接对应到现代经济学术语，而是要识别其背后的问题结构、制度语

境和价值关切。只有当术语能够稳定组织某类经济关系，并在当代问题中重新获得解释力时，它

才可能成为标识性概念的来源。以“本末”为例，如果只把它理解为“重农抑商”的传统口号，

就很容易将其归入古代政策偏见的范畴。但若把它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财政基础、产业结构、国

家治理和社会秩序中考察，就会发现，“本末之辨”处理的是一个更复杂的结构问题：何种生产

活动构成国家与社会稳定的基础，商业扩张、货物流转和利益流向应在何种边界内展开，国家又

应如何在经济活力与秩序维系之间实现平衡［42］。从这个角度看，“本”不仅涉及农业在物质生产

中的基础地位，更关系到粮食供给、税赋来源和社会稳定；“末”也并非抽象地否定工商业，而

是在特定制度条件下讨论其扩张边界、利益流向和秩序后果。经过这样的语境还原与概念辨析，

“本末”所呈现的已超出产业排序，展开为一种关于实体经济基础如何维持、商业扩张如何规约、

国家调节如何展开和发展秩序如何稳定的早期问题意识。将其放入当代中国发展语境中，可以为

理解实体经济根基、脱实向虚、资本规范、产业安全和国家调节边界等问题提供历史参照和概念

启发。由此可见，传统术语的价值并不在于提供现成答案，而在于为当代问题提供参照和概念入

口。经过语境还原、问题转换和理论重构，“本末”可以从传统治国术语转化为理解实体经济基

础与资本运行边界的分析资源。至于“轻重”“义利”“富民”“均平”“食货”等术语，也都可以

沿着同样路径进入后续研究；相关讨论可避免平均铺陈，围绕少数核心范畴进行集中阐释。

进一步地，术语转化还应避免两种倾向：一是把传统术语直接等同于现代经济学概念，从而

削弱其历史语境和文明内涵；二是仅作古典文献解释，停留在词义训诂和思想材料整理层面，难

以进入当代问题意识。较为稳妥的路径是先通过文本细读和制度语境还原厘清其原初含义，再结

合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现实问题进行概念重构，最后在与马克思经济学和国外相关理论的比较中检

验其解释力。完成这一过程后，传统经济思想才能从历史知识转化为能够参与当代理论建构的概

念资源。这有助于避免把传统思想简单现代化，也有助于避免把外国概念直接套用于中国经验，

从而使术语辨析成为理论创新和体系建设的中介环节。对于经济思想史而言，这正是从材料整理

走向知识生产的关键一步。

术语经过问题化和理论化处理的下一步是体系化建构。理论只有进入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和

学术共同体，才能摆脱零散观点状态，实现持续积累和有效传承［40］。因此，新时代中国经济思

想史学科的建设既要提炼有辨识度的概念，也要形成与之相匹配的研究方法。未来可重点凝练三

类表述：一是强调经济思想史追溯概念源流、恢复学科历史纵深的基础功能；二是强调史论结合

的方法要求，即在历史叙述中提炼理论、在理论反思中返回历史；三是强调“术语—理论—体

系”连续转化机制，即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要推动三方面资源经过术语辨析进入现代学理建构，

并进入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和学术共同体。与这些概念提炼相配套，方法上应以文本细读、语境

分析、概念辨析和史料考证为基本功，强化史论结合、古今贯通、中外比较和问题导向；载体上

则应推进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和学术共同体建设，使之与理论生成相互支撑与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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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新时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核心任务，是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通过中国经济

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协同，构建“术语—理论—体系”

连续转化机制，推动三方面资源在经济思想史维度上转化为理论表达、方法原则，并形成相应的

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和学术共同体支撑，而非简单延续既有学说史叙事。在这一基础上，经济思

想史才能从以历史积累为主，进一步转向自觉服务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并为中国经济

学形成更具主体性、学理性和历史纵深的知识结构提供源头支撑。

五、探索中国特色经济思想史和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东财贡献

前文主要从整体学科视角展开论证，进入高校层面，需要考察这一判断如何在连续的学术积

累中落地。具体到东北财经大学，相关学术积累的价值体现在清晰的问题链条和推进路径上。因

此，对这部分的关注，可以从“高校做过哪些具体工作”这一实践层面推进到一个具有学理意义

的问题：一所高校如何依托自身长期积累，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掘、理论比较融通、方法论反

思与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学术共同体建设逐步连接起来，形成较有连续性的学术推进路径。

（一）发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从中国经典与制度实践中提炼问题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经济思想发掘方面，东北财经大学形成了持续的研究积累。相关

研究并不把古代经济思想处理为人物、命题和政策主张的简单罗列，而是从经典文本、制度安排

和历史演变中提炼可进入当代中国经济学问题意识的概念和思想线索。以张守军的相关研究为代

表，围绕赋役问题和《管子》轻重理论等议题的讨论，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生产基础、财政能

力、社会秩序与国家治理之间的深层关联，展现了古代经济思想关于国家调控与社会治理的内在

逻辑［43-44］。其中，对赋役问题的研究，不只是财政制度史意义上的整理，而是把赋役置于国家

能力、社会承受能力和民生基础之间的关系中加以理解［43］。从这一角度看，赋役并非单纯的征

收制度，而是连接国家财政、基层社会和民众生计的制度环节；《管子》轻重理论不宜仅被理解

为价格调节思想，而应放在国家调节物资流通、稳定财政基础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脉络中加以考

察。进一步地，这一方向推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由“历史材料”转向“问题结构”：通过对赋役

问题、《管子》轻重理论和国家调控等议题的持续研究，中国传统中关于国家与市场、农业基础

与工商活力、治理秩序与社会稳定的思考，由此呈现为可进入当代讨论的概念前史［44］。这一研

究并非为古代政策作简单辩护，而是着重揭示其历史条件、思想限度，以及经由现代阐释后可进

入学理建构的问题链条。

（二）拓展比较视野：在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理论之间保持甄别与融通

在理论比较与融通方面，东北财经大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显示，外国经济学说史能够在介绍西

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历史化理解、批判性筛选和现实性检验能力，并以马克思经

济学为重要参照。以张凤林的相关研究为代表，其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以资本理论与后凯恩斯主

义研究为中心，并由此延伸到制度变迁与转轨经济等现实议题，超出了简单介绍西方经济学流派

的范围［45-47］。例如，通过对资本理论、后凯恩斯主义及相关理论争论的梳理，张凤林揭示了西

方经济学内部并不存在单一、无争议的“正统道路”，不同理论范式背后始终存在方法论前提、

制度条件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45-47］；尤其在资本理论和后凯恩斯主义研究中，这项工作重新揭

示了被主流叙述遮蔽的历史性、制度性冲突，并在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理论之间建立起可讨论、

可比较的对话关系［45-46］。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比较并未停留在脱离现实的文本梳理层面，而是

始终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实际问题相联系。其关于制度变迁等问题的研究，体现

出“先厘清理论，再进入现实”的研究路径［47］。这一研究方向的价值在于，它不是把西方理论

作为可直接移植的理论，而是把不同理论放回其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制度背景中考察。由此，中国

经济学在借鉴外来理论时，可以同时保持开放性和判断力，避免把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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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当作普遍尺度。因此，外国经济学说史不再只是“输入西学”的渠道，而是成为了中国经济学

进行历史化理解、批判性筛选、现实性检验并推动理论融通的重要中介［46-47］。
（三）深化方法论反思：从经济学方法论到基础理论自觉

在方法论反思与基础理论自觉方面，东北财经大学的相关探索由学说史梳理延伸到经济学方

法论、经济哲学、人文经济学的反思。以朱成全的相关研究为代表，这一方向的关注重点转向经

济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等问题［48］，并进一步反思经济学何

以出现科学主义与过度形式化偏向、中国经济学的文化根基何在等根本命题［48-50］。在这一研究

路径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经济学形成自身理论风格的文化资源和理论根脉，而非经

济学的外在附饰［50］；人民立场、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问题，不再只是外部政策目标，

而被转化为经济学内部必须回应的价值论与方法论问题［49］。这类反思说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

识体系的构建，不能只依靠对象和材料的中国化，还需要在研究目的、价值前提和方法边界上形

成自觉。因此，经济思想史成为连接学说史梳理与经济学基础理论反思的重要通道。

就此而言，这一方向把经济思想史的反思功能推进为关于经济学何以可能、如何可能及如何

形成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自觉的系统思考，使经济思想史在提供思想资源与比较坐标的同时，能

够为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自觉、价值论重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准备［49］。就学科功能而言，

这一方向更宜理解为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方法论反思与经济哲学方向。它并非游离于中国经济思

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之外，而是进一步推动经济思想史研究向经济学

基础理论反思层面深化。

（四）从高校实践到学术路径的形成

通观上述研究实践可知，东北财经大学在经济思想史及相关领域形成的，并非若干成果的简

单相加，而是由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发掘、理论比较融通到方法论反思逐步展开的问题链条。

其内在逻辑可概括为：从中国历史与经典中提炼传统经济思想，再通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理论

比较形成甄别与融通能力，继而在经济学方法论、价值论与人文经济学层面提升为经济学基础理

论层面的综合表达。这一路径的特点，不是由某一位学者代表全部方向，而是不同研究取向之间

在客观上形成了相互衔接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阐释夯实概念前史，理论比较保

持开放性与判断力，方法论反思与人文建构则推动其走向更高层次的综合表达。若与前文所论三

重知识功能相对照，这一路径体现了经济思想史在新时代参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所需要的几个基

础环节：在源头性层面重建中国经济学的概念前史，在桥梁性层面保持与外来理论进行比较、筛

选和融通的能力，在反思性层面推进对经济学方法、价值与学科边界的重新审视。由此，东北财

经大学的发展历史较清楚地展示了一所高校如何在自身传统积累中，把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个方面资源、现实问题、理论建构与课程教材、研究平台、

学术共同体等载体支撑逐步接通，而不只是说明“高校在这一领域做过研究”。进一步地，东北

财经大学的案例还说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要依托长期研究积累、稳定教学安排和持续共同体

建设，在具体学科场域中形成可复制、可延展的知识生产路径，而不能停留在抽象的表达层面。

高校实践由此成为连接学科传统与新时代建构任务的重要环节。

从成果形态看，这一路径既表现为论文和专著，也通过通史写作、教材编纂、课程建设、研

究平台和学术共同体构建等方式外化出来。换言之，东北财经大学的经验不只是“做了什么”，

更在于“如何形成了可以持续推进的学术方向”。当然，研究路径仍主要处在持续深化之中，尚

未形成成熟体系；其中的现实意义在于说明，高校参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可以从打通问题链条

入手，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经济学阐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的甄别与融通、方法论与

价值论的反思，以及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和学术共同体等载体支撑逐步组织起来。对于经济思想

史学科而言，启示正在于此：高校可以依托自身较长期的研究积累，把分散成果整合为具有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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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辨识度与传承性的学术路径，从而为前文提出的总体命题提供一个具体的实践例证。

六、结 语

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学保持历史纵深、方法自觉和比较视野的重要基础领域，而非现代经

济学之外的附属性回顾。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研究对象不

同，理论来源有别，但在本文视角中共同指向同一核心问题，构成相互关联的整体性知识领域。

因此，经济思想史参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是通过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协同，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

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为有益滋养，构建以术语辨析和“术语革

命”为基础、以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凝练为关键、以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指向的“术语—理

论—体系”连续转化机制。

面向未来，经济思想史学科应在历史积累和结构扩展的基础上，转向以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

导向的体系化发展。这意味着，相关研究需要继续深耕中国历史与经典中的问题结构，在马克思

主义指导下推动其同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相贯通，并在与世界经济学理论传统的比较融通中，通过

概念提炼、理论生成、方法反思及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和学术共同体建设，把已有积累转化为稳

定的知识生产机制。东北财经大学的实践探索表明，高校可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支撑与实践载

体作用，并依托较长期的研究积累，把分散成果整合为具有连续性、辨识度与传承性的学术路

径。在此基础上，经济思想史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学把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形成易于被

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并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相关研究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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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xploratory Journey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ZHAO Lei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Summary：As discussed here,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 China is not 
limited to the narrow subfield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It denotes the foundational unfolding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economics along the dimension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Taking its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ral thread, 
this article treat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history of foreign economic thought as internally 
connected fields. It examines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the exploratory journe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pproaches to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s endogenous to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modern 
economics. Although once marginalized as mainstream economics became increasingly formalized and model‑oriented, it 
has preserved source‑providing, reflective, and bridging functions by tracing conceptual origins, revealing theoretical 
boundaries, and connecting different intellectual resources. In China, the modern discipline underwent disciplinary 
germination from the late Qing period to 1949,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arxist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and disciplinary 
restructuring from 1949 to 1978, and recovery, reconstruction, and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an overall pattern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Befor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three subfields had developed in 
parallel, but their systematic coordination still needed to be strengthened.

In the new era,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requires 
upholding the “Two Integrations”, promoting the shift of the three subfields from parallel division of labor to systematic 
coordination, and establishing a continuous “terminology‑theory‑system”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The academic 
accumulation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ows that universities can transfor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resources, useful foreign scholarly resources, and practical problems arising from China’s development into modern 
conceptual expressions, theoretical questions, and systematic forms of knowledge through the excavation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foreign theories, reflection on methodology, and development of curricula, 
textbooks, research platforms, and scholarly communities. Accordingly, constructing this knowledge system supports 
Chinese economics in elevating Chinese experience into Chinese theory and forming conceptual, theoretical, and discursive 
systems marked by subjectivity, academic rigor, and international intelligibility.
Key words：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economics；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Two Integrations”； economic methodology；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责任编辑：巴红静）

13


